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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趋同到再造：“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的
演变路径及其反思

付祥喜

内容提要 近现代中国“文学”概念从“大文学”辗转演变为“纯文学”，经历

了对西方和日本“文学”概念的趋同、对西方现代“literature”的移植、结合中

国本土语境的再造。这一时期“文学”概念的生成与演变，隐藏着建构民族 / 国

家形象的诉求，承载了民族救亡、人民解放、文化复兴的内在企望，由此形成它

认知接受的动力机制，推动词义变异。“文学”成为一个动态化的概念。该过程

产生概念内涵增多、外延减少的狭义化倾向，以致“纯文学”一度被神圣化，不

仅成为新文学创作与文学教育追求的目标，甚至成为界定“文学”概念的唯一正

道。在今天看来，实现这一过程的思路和方法有偏执之处。我们应该针对中国文

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改弦更张，重新定义“文学”。

关键词 文学；概念演变；趋同；移植；再造

“文学”的概念是文学研究中具有根本性且老生常谈的问题。其中，关于近现代中

国“文学”概念如何生成与演变，已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A，但存在的分歧和争

议也很大。已有的研究在方法论和观念论上，大多强调“文学”概念的生成与演变是一

个西学东渐的过程，即近现代“文学”概念受西方影响，其过程至多不过是一次文化移

植，而本土性在这一过程中被遮蔽，成为影子似的存在。对“文学”概念演变的多样

性、复杂性的认识和揭示，尚不充分。在内容上，已有的研究侧重于讨论文学学科谱系

和学科教育的发展，如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从“词章”到“美

术”再到“文学”》（2007）和栗永清《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学科

A 例如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余来明《“文学”概念史》等著作，以及张法《“文学”一词在现代

汉语中的定型》、张伯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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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探微》（2012）。在视角上，则很少从文学创作的维度考察“文学”概念演变。在范围

上，以微观研究居多，极少从长时段梳理探究“文学”概念演变路径。有鉴于此，本文从

学术分科、文学学科创建之外的角度，立足于西方“文学”在中国的认知接受（Cognitive 

acceptance），兼及文学创作维度，以近现代这一长时段为历史坐标，考辨“文学”概念内

涵和外延的嬗变演化，追溯其在近现代中国的演变历程和路径，进而在当代视域下重审与

反思，为建构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打下基础。

一 趋同：近代“文学”概念的西方和日本影响

关于近代（清末民初）文学观念“西徂东来”对中国传统“文学”概念造成的影响，

学术界已有诸多探讨，认为近代“文学”这个词的语源有两种：来自日语“文学”或英语

“literature”。考虑到“文学”一词的跨国传播状况，我们应该在中国、日本、西方这三方

交错的文化互动中考察“文学”概念的生成、演变，尤其是它的跨国传播以及与国别文学

史体系移植的关系。

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近代“文学”概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内涵的根本性转

换，即“文学”先是被赋予“文化教育”“知识学问”之义 A——这为此后文学脱离传统

的文章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接着，“文学”成为“美的艺术”之一种。在

此过程中，“情感”和“美感”成为普遍受到认可的文学要素。在西方，从 19 世纪开始，

“literature”表达情感的功能突显出来，它与情感的关系被放大加强。只不过“情感”作

为文学要素进入近代中国“文学”概念，主要表现为推动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因为，

自魏晋以来中国的“文”（“文章”）就沿承着把“情”视为特质的观念。如，沈约提出

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说法，萧子显也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至明清，性

灵派主张的“性情”更是落实到了真情和深情上。需要指出，尽管陆机早就强调“诗缘情

而绮靡”，但是“情动于中”必须“止乎礼义”，成为中国文学写“情”时不可逾越的界

限。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情”大抵消解于“情理”和“情景”之中 B。直到西方

“literature”对“情感”的重视被引荐到中国，“情感”才冲破“礼义”和“理”的束缚，

作为清末民初“文学”内涵的基本要素很快固定下来。先是 1904 年黄人通过排比欧美各

国文学界说，总结出“以广义言，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C。接着，1906

年王国维拈出“景”与“情”作为文学“原质”，他所谓“情”指的是“吾人对此种事实

A 参见余来明《“文学”译名的诞生》，《湖北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李奭学《没有晚明 , 何来晚

清？——“文学”的现代性之旅》，《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 年第 4 期。

B 乐黛云：《“情”在中国》，《文艺争鸣》2005 年第 4 期。

C 《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钟少华编，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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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神的态度也”A，即主观的情感。到1918年，谢无量认为“庞科士（Pancoast）著《英

国文学史》，论文学定义最详审”，明确狭义的“文学”概念“惟宗主情感”B。两年后，胡

适用新文学的眼光谈“什么是文学”时确认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

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胡适认定“文学的基本作用（职务）还是‘达意表

情’”C。因所处的历史节点不同，他们对“文学”的“情感”因素的认知接受和诠释不尽

相同，但对“情感”的重视是相同的。

当然，在近代，“文学”概念演变的主要影响来自日本。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战

后中国掀起留学日本的高潮D。一时间，“译自和文者，则惟新名词是尚”E。也就是说，使

用日本新名词或经由日本转译的西方新名词成为时尚。以至康有为对“近人名词必用日本

书句……初尚以为仅一二少数人，今则骎骎乎几遍于全国矣”，深表“忧心忡忡”F。结果，

一方面“文学”概念“益觉含混”G，一方面日本对西方“literature”的转译词居于优势。

在当时，日本学者所著《中国文学史》《文学概论》中的文学定义，通过旅日知识分子有

意识地引介而进入汉语世界 H，对中国学人产生示范性影响，并且得到早期中国文学史家

认可 I。梁启超主持的三大报刊（《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作为当时中国引

领文化新潮、向国人宣传新思想最有影响力、具有日本背景的媒体，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即使抛开梁启超在这三大报刊倡导“三界革命”不论，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这三

个报刊中‘文学’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语词，总共出现过 451 次”，其词义最初“相当混

乱”，但“新义项所占百分率节节上升，其他义项所占百分率则节节下降”，到 1902 年，“文

学”在日本完成的转义突然大量出现，“新义项的使用次数首次压倒其他义项的总和”J。从

此，西方近代“literature”经由日本而产生的转义，在清末民初汉语中基本确定下来，这

给作为亲历者的鲁迅留下如此印象：“（‘文学’）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

A 王国维：《文学小言》，《教育世界》第 139 号，1906 年 12 月。

B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 , 第 5 页。

C 胡适：《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编选，上海良友图书公

司 1935 年版，第 214 页。

D 参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7 页。

E 周树奎、桂笙甫：《译书交通公会试办简章》“序”，《月月小说》1906 年第 1 卷第 1 期。

F 康有为：《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康有为全集》第 8 集，姜义华、张荣华编

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7 页。

G 长泽规矩也：《中国学术文艺史讲话》，胡锡年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 页。

H 参见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年版；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

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I 参见李群《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日本影响因素》，《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

J 蒋英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文学”一词的变化———并论汉语中“文学”现代词义的确立》，

《中国学术》第 26 辑，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第 2010 年版，第 139 页、第 145 页、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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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 Literature 的译名。”A

“在日本，以语言艺术为中心的近代‘文学’概念固定下来是在 20 世纪初到 1910 年

之间”B。其间留学 / 游学日本的王国维、鲁迅、周作人接受的正是日本“文学”新义，因

而大力张扬“文学审美”特性，导致作为独立范畴的中国“文学”在内涵、外延、功能及

形式特征等方面的基本学术品质得到初步确立 C。“美术”特征（美感）作为具体规定进

入中国“文学”概念，使其既与讲求实用的传统“文学”有根本区别，又接续了传统“文

学”的学术品格。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美术”或“美感”被设定为文学基本要素，“文

学”的内涵开始增多、外延开始减少；“文学”从“文以载道”“诗言志”的传统社会功能

转向对文学本体的追求，这意味着“文学”有可能从物质实践、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意

义中拯救出来，实现文学独立。

从日本输入的“文学”新义，最先且主要出现在模仿日本的文学史写作而编纂的中国

文学史教材中。这个现象提示我们：一方面，国别文学史体系移植是清末民初“文学”概

念生成、确立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文学教育成为这一时期推广、普及“文学”新义的

一个至关重要的渠道 D。由于事关国民教育，当时对日本的国别文学史体系的接受显然有

所保留。1904 年 9 月成书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

以成书”E，但“他接受的实在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那一点点东西”F，林氏的文学观实际

上更接近中国传统的辞章学。黄人对文学的理解，也只是以日本汉学家太田善男的《文学

概论》为基础，他的《中国文学史》虽然从西方艺术对真善美的区别讲起，把文学作为美

（即艺术）的一部分，但是“一到具体内容，又成中国文化的文的体系”G，他把几乎所有

由文字形成的古代公文都视为文学。究其缘由，大抵与近代“文学”概念演变从一开始就

被赋予两个使命有关：一是抵制全盘西化，保留和挽救中国传统文学；二是彰显中国文学

尤其传统文学的优势，提升民族自信。关于这两点，在早期中国文学史家那里表现得比较

明显。1906 年，黄人明确说：“示之以文学史，稗后生小子，知吾家故物不止青毡，庶不

至有田舍翁之诮，而奋起其继述之志……保存文学，实无异保存一切国粹，而文学史之能

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亦无异于国史焉！”H1909 年，来裕恂感于“今者东西洋文明［流］

A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6 页。

B 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0 页。

C 参见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从“词章”到“美术”再到文学》，《学术月刊》

2007 年第 7 期。

D 参见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

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E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 1910 年版，第 1 页。

F 戴燕：《中国文学史的早期写作》，《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 年第 2 期。

G 张法：《“文学”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定型》，《文艺研究》2013 年第 9 期。

H 黄人：《中国文学史》，杨旭辉点校，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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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国，［而］科学日见发展，国学日觉衰落。欲焕我国华，保我国粹，是在文学”A，于是

编成《中国文学史稿》。在近代“文学”概念演变及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背后，隐藏着的

中国学人建构民族 / 国家形象诉求，成为概念演变的重要驱动力。

纵观上述，可见近代中国学人对西方和日本“文学”概念，既不是全盘照搬，也不

是亦步亦趋的影子式存在，而是趋同。近代以降，由于世界文学交流加深、共同文化语境

开始形成，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在主题、形式、风格和价值观上逐渐趋同，各国作家对

文学本质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对“文学”概念的理解展现出某些相似或相同 。在晚近中

国，趋同的过程大致有两个具体步骤。先是延拓魏晋文笔之辨以来“文”“学”分途的观

念，置“文章”于“文学”之下。1907 年羲人指出：“文学二字，实兼文章、学术两者言

之，以学术而发为文章，即以文章而达其学术……文、学分离，而文章有进步，学术遂无

进步。”B 如此区分“文学”与“文章”，以“文、学分离”后“文章”独有之进步为依据，

承认“文章”独立价值，显示了作为外来新知的西方和日本“文学”概念的影响。接下来，

便是在文章学基础上，对“文学”概念作出广义和狭义之分。桐城派后期代表姚永朴较早

提出：“文学之范围，有广义焉，有狭义焉。自义之广者言之……先儒谓凡言语威仪事业之

著于外者皆是。”至于狭义的文学指“集部”，即“历代文章之总汇”C。姚永朴所指“广义

的文学”实为中国传统的“文”，“狭义的文学”即“文章”。至此，在“对于文学广、狭两

种含义的思索中，对‘文学’这个词的古今中外混杂一团的理解被分裂了。这一分裂，实

际上隐含了动摇旧的文学观念的力量，并且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及写作中预埋下两条

伏线”D。“文学”遂一分为二：一方面，作为“狭义的文学”的“文章”，与转译于日本的

“文学”对接，借助旧的文学观念被颠覆的势头，遽然出现，迅速拓宽其途，成为清末民

初“文学”的同义词；而“广义的文学”被人为过滤，此后仅当它作为“狭义的文学”的

对立面时才出现。虽然相对于“广义的文学”（“泛文学”）而言，“文章”的范围要小许多，

但作为“历代文章之总汇”，它包罗经史子集，故而“文章之学”在民国初期被称作“大

文学”。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大都依循“大文学”观念，文章学的痕迹清晰可辨。遑论林

传甲、黄人等较早出版的《中国文学史》，钱基厚在 1917 年 8 月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

仍然把“史”“子”等视为文学。另一方面，受西方和日本“文学”概念影响，不论早期中

国文学史写作还是文学概论编纂，其文学观念都凸显“情感”“美感”的特征。例如 1915

年出版的张之纯《中国文学史》，被列为“师范学校新教科书”，虽然包括了文字、诸子、

诏敕、疏议、书牍，却以比较具有“情感”“美感”的诗词、小说、戏曲为主。相同的情形

还有 1916 年朱希祖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略》、1918 年出版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等。

A 来裕恂：《萧山来氏中国文学史稿》“绪言”，岳麓书社 2008 年版，第 3 页。

B 羲人：《中国文学通论》，《科学一斑》1907 年第 3 号。

C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 1916 年版，第 17— 18 页。

D 戴燕：《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韧》，《文学遗产》199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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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从“泛文学”到“大文学”，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知识体系已经发生根本性松动，

“文学”的所指开始缩小、加深，“情感”和“美感”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

二 移植：五四时期新文学界对西方现代“literature”的吸纳

不同于近代中国“文学”概念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趋同化影响下生成与演变，五四

文学革命时期中国“文学”概念主要移植西方现代义“literature”。

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成为向中国输入思想资源和新概念的“中

坚”“主动力”，以致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当中的日本痕迹尤为显著。“但在 1915 年的

‘二十一条’事件后，中国教育发展模式不再以日本为学习榜样，日本教习在中国教育界

的既存影响也急剧衰减”A。与日本在华的影响下降相反，美国在华的影响持续上升。到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留学生出现了所谓“镀金派”（英美留学生）与“镀银派”（日本留学

生）的分别，在当时，“镀金派”压倒“镀银派”，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骄子，取得思想学

术的优势，于是越来越多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概念直接来自西方，不再转手于日本。随着中

国学术思想领域的权势转移，西方现代“literature”取代日本“文学”，开启了“文学”概

念演变的新篇章。

首先要提到的，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和文学界革命相辅而行，将启蒙民众的时代使命

与文学通俗化结合在一起，推动了语体意识、文体意识的觉醒，对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

现代文学观念及其知识体系有重要促进作用。其次，如果说晚清时期还只是显露出传统

的文学观念不合时宜，那么之后的五四文学革命及新文学创作，则使清末民初流行的“文

学”概念面临不破不立的境况。在这样一个旧文学崩溃、新文学发生的转型时期，普遍出

现“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胡行之后来回忆说：“在研究文学上底诸问题之先，最初摆在我

们面前的，就是文学本身底问题，——‘什么是文学’？”B 为了区别于被贴上“封建落后”

标签的旧文学，人们纷纷标举新文学。然而，当时胡适、陈独秀等文学革命倡导者都没有

对“新文学”作出明确界定，以至直到近年仍有论者抱怨说：“‘新文学’这一术语在报刊

上频频亮相。然而细究起来，不仅当时读者，就是今天我们再读这些关于新文学的构想与

描述，仍然有些如坠云雾的感觉。”C 其实，尽管文学革命发起者没有明确界定“新文学”，

但新文学先驱者诸多重新定义文学的举措，从侧面规定了这一概念的内涵。1919 年初，北

大教授朱希祖和北大学生罗家伦先后提出新的文学定义。朱希祖在《文学论》一文里论证

了“文学须有独立之资格”“文学须有巨大之作用”“文学须有美妙之精神”D。他的论述基

A 罗志田：《学无常师》，《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312 页。

B 胡行之：《文学概论》，乐华图书公司 1933 年版，第 1 页。

C 邓艮：《“新文学”：一个文学史概念的百年浮沉》，《东南学术》2007 年第 5 期。

D 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第 1 卷第 1 号，19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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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古典文学，但他的旨趣无疑体现了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相比之下，罗家伦丝毫不掩

饰对西方“文学”概念的移植，他的《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一文，先批驳中国已

有的文学界义要么过于狭窄，要么过于宽泛，“都是不合用的”，然后直接说：“我于是不能

不去找西文。”他罗列胡思德（Worcester）、卜鲁克（Brooke）等十五位西方先贤的文学定

义，予以比较、取舍、综合之后，对文学作出界定——“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

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像，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A。罗家伦发掘了西

方“文学”概念中的“思想”“想像”“感情”和“艺术”内核，首次以之作为“文学”的

基本规定，这在中国“文学”概念演变史上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此后，类似的文学定义

不绝如缕。1935 年，容肇祖注意到，“情绪”“想像”“思想”和“形式”（艺术性）已被确

立为“文学的要素”B，这既是五四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概念不同于近代“文学”的

基本点，也为后来“纯文学”观念的扩散与定型奠定了基础。

罗家伦提出的文学定义，明显有移植西方现代“literature”的智（知）、情、意标准

的痕迹。1921 年，胡怀琛在著作《新文学浅说》中索性直接予以套用：“（1）智的文，历

史是代表；（2）情的文，诗歌是代表；（3）意的文，哲学书是代表。”C 这个界定明显可

见英国批评家戴昆西（Thomas De Quincey）提出的文学定义的影响，他把文学分作 the 

literature of knowledge （知的文学）和 literature of power（情的文学，亦译作力的文学）。20 

世纪上半期，戴昆西这个文学定义在中国学术界影响甚大，被认为是区分广义文学与狭义

文学的依据 D。以西方现代“literature”的智、情、意标准甚或戴昆西的“知的文学”“力

的文学”嫁接到中国的“文学”概念身上，透露了文学革命时期因急于推翻旧文学、建立

新文学而偏执的倾向。由于“五四”在客观上存在一个强大的“西方”背景，人们习惯性

认为，“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 ‘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 ‘文学’的意念”E ，

进而五四时期“新文学”概念的生成最终演化成“一场从价值观念到文学形式的‘西化’

运动”F。事实上，诚如学者所言：“外国文学是丰富多彩的，选择什么与不选择什么，接受

什么与不接受什么，其实是由我们的本土经验决定的，与我们对西方文学的想象有关，与

我们的文化和文学需求有关。”G“五四”以来，新文学向西方学习，并非盲目、简单地移

植，其中有一个根据不同的环境以及环境变化进行自我选择和调适的过程。五四时期对西

方现代“literature”的移植，同样包含了一些本土化的自我调适因素。将“文学”/“新文

学”的生成简单视为“西化”过程，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A 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新潮》第 1 卷第 2 号，1919 年 2 月。

B 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朴社 1935 年版，第 1 页。

C 胡怀琛：《新文学浅说》，泰东书局 1921 年版，第 3 页。

D 张健：《纯文学、杂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复旦学报》2018 年第 2 期。

E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 页。

F 刘勇、杨联芬：《“五四”的困境与新文学的历史描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

G 高玉：《本土经验与外国文学接受》，《外国文学研究》200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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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从西方移植过来、作为现代“literature”对译词的“文学”尚不稳定，新文

学的几个要素即所谓主情、主思、有想象、有艺术价值，没有统一、确定的衡量标准，对

于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有情感、思想、想象和艺术价值的“力的文学”，每个人的理解各

有千秋。以之划分文学范围，难免歧义丛生，甚至自相矛盾。蒋鉴璋在 1925 年感叹说：

“文学范围，至为渺茫，说者纷然，莫衷一是。”A 胡行之也注意到，当时的文学定义“各

各不同，正如人底面孔”B。而陈源则在 1929 年明确说：“这样的分类（指‘智的文学’和

‘力的文学’——引者注），像大多数的分类一样，界限极不容易分明。”C 在这一时期，“文

学”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且确立了与“旧文学”相对立的“新文学”的主导地位，但

关涉的范畴模糊不清，呈现出驳杂、含混特征。“新文学”在报刊上频频亮相，却没人对

其做出明确界定，以至当时有人感慨地说：“‘新文学’的名词，已经是听得比‘大烧饼油

条’的叫卖声更是讨厌了。为什么讨厌他呢？第一因为没有人明白解释新文学是什么东

西。第二因为大家把新文学看得很神圣，不敢否认，甚且不敢对新文学发生一点疑问。”D

需要指出，上述“新文学”仅就新文学界内部而言。就外部来看，新文学界对旧文

学、通俗文学的排斥是一致的。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新文学倡导者从一开始就以西方现

代“literature”为参照，为“新文学”树立起两个对立面，一个是传统的文学文体，一个

是以商业小说为主体的通俗文学。前者被贴上“旧文学”的标签，后者被假定为唯利是

图、根本没有道德。因为“新文学”与西方现代“literature”有着特殊关系，它甚至被确

认是以白话为重要标识的“一种科学”E。而旧文学和以白话写作的通俗文学，则被视为

“反文学”“非文学”而“不能宽容”F。按照这种文学观念，被视为旧文学的集的一部分

和经史子理所当然从文学中剥离出去。这是相对狭义的“新文学”观念形成而之前广义的

“大文学”观念消退的表现。1920 年朱希祖坦言他从“广义之文学”向“狭义之文学”转

变：“《中国文学史要略》，乃余于民国五年为北京大学校所编之讲义，与余今日之主张，已

大不相同。盖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

哲学、史学及其他学科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G 朱希祖此言强调文学学科独立性，以

表自家“狭义之文学”主张，但此后他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仍把经史子的

一部分内容纳入文学，呈现出倒退到“旧文学”的迹象。朱希祖的文学观念转变之后出现

A 蒋鉴璋：《文学范围论略》，《艺林旬刊》第 9 号，1925 年 7 月 10 日。

B 胡行之：《文学概论》，第 1 页。

C 陈源：《论翻译》，《新月》第 2 卷第 4 号，1929 年 6 月。

D 孙福熙：《周作人先生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南华文艺》第 1 卷第 18 期，1932 年 9 月 18 日。

E 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1 号，1921

年 1 月 10 日。

F 王统照：《本刊的缘起及主张》，《王统照文集》第 6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24 页。

G 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叙》，《中国文学史要略》，白金杰、陈庆整理，崇文书局 2024 年版，

第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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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反复，反映了近现代学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学术取向和学理诉求，折射出“文学”概

念演变的复杂曲折历程。

三 再造：后五四时期“纯文学”概念的扩散与定型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通泛的“大文学”迅速退出历史舞台，“文学”概念被主要

限定于指称带有美学意图的书写。换句话说，虽然“文学”一词在过去有着各式各样的理解

与使用，但此时其意义聚焦于用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艺术作品，这一过程就是后五四时

期“纯文学”概念的扩散与定型。如果说，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生成主要是移植西方现代

“literature”的结果，那么后五四时期“纯文学”概念扩散与定型，主要是文学自律趋势下

参照西方现代文学观念进行再造的结果。由于在其中起到影响作用的因素众多，很难一一道

来，下文通过考察 20 世纪 20—30 年代文学创作界和学术界的相关理论贡献，试作管窥。

首先，从文学创作界看，早期创造社、新月派和京派对唯美主义的“有限度的追求”，

有助于中国唯美文学观回到现实的土壤之上，从而赋予“纯文学”概念以现实合法性。

由早期创造社发端、经新月派与京派调适的审美追求，使中国唯美文学观不再悬浮于

空泛的理论，而是扎根于具体的历史现实与个体经验之中。他们从中国新文学发展实际情

况和需要出发，“大部分都在有意的误读中发生了变异，把美与救世救国联系在一起，极

力强调美的社会功用，而不像王尔德那样把美作为一己的享乐”A。由此，通过“有意的误

读”，以一种“有限度的追求”将唯美理念融入中国语境，回应了时代对精神自由与艺术

独立的渴望，使“纯文学”在动荡的社会现实中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唯美不再

意味着逃避，而成为一种对抗粗鄙、守护心灵的现实力量。既撇弃西方唯美主义的唯心成

分，满足现代作家“把美与救世救国联系在一起”的愿望，也比直接强调美的社会功能的

观点更圆滑，让“纯文学”回归现实的土壤，获得现实生命力。

其次，从学术界看，区分“纯文学”与“杂文学”，使其界限变得清晰，并通过新文

学写作、阅读和教育使“纯文学”概念得以定型。

从“文学”中区分出“纯文学”与“杂文学”，原本只是“文学”内部的分别，但是

在这一对范畴经由日本输入并被王国维、周作人等中国学者接受的过程中，从最初关注二

者的区别迅速发展为偏重“纯文学”，到了 20 年代末，主张“纯文学”的人干脆否定“杂

文学”是文学。有意思的是，“当杂文学与纯文学之说等同并逐渐取代广义文学、狭义文学

之术语时，戴昆西之说遂被视为杂文学与纯文学分类的依据”B。在以狭义文学自诩的“纯

文学”观念支配下，对文学的定义发生了变化：“杂文学”被从文学中剔除，文学是且只能

是“纯文学”，“杂文学”不是文学。这种文学观念体现在文体上，即认为只有诗歌、小说、

A 黄晖、徐百成：《中国唯美主义思潮的演进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6 期。

B 张健：《纯文学、杂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复旦学报》201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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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才是文学。1929 年，曾毅在修订 1915 年初版的《中国文学史》时说：“但至今日，欧

美文学之稗贩甚盛，颇摭拾其说，以为我文学之准的，谓诗歌曲剧小说为纯文学，此又今

古形势之迥异者也。”A曾毅此言表明，受欧美文学观影响，“谓诗歌曲剧小说为纯文学”的

观念在当年已“甚盛”。不仅如此，陈冠同在《中国文艺变迁论》“导言”、金受申在《中

国纯文学史》“绪论”里都明确表示，让“文学”概念去“杂”留“纯”，已势在必行。杨

鸿烈、郭绍虞等甚至以进化原理解释“纯文学”替代“杂文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进入 30 年代，以“纯文学”界定文学迅速成为学界共识。通过一批文学史家对“纯

文学”的不断阐释和强调，“文学”概念的“纯文学”内涵和外延迅速定型。胡云翼在

1932 年说：“我们认定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美的散文和游记等，才是纯

粹的文学。”B1933 年，刘大白直接说：“只有诗篇，小说，戏剧，才可称为文学”，除此之

外的都是“非文学的作品”C。1935 年，柳村任在辨析文学定义时不但强调“诉诸情感的

美妙的作品（指诗歌、戏曲、小说——引者按），是近代最正确最进化的文学观念”，而且

坦言：“我们主张的文学，便是这种狭义的，纯粹的文学。”D不难看出，胡、刘、柳对“文

学”的界说存在不小的漏洞。据其意，不仅基本上排除了散文，连当时已引起学界关注的

俗文学中的宝卷、弹词等也不属于文学。相比之下，金受申、童行白等通过区分“纯杂文

学”来凸显“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显得要高明些。金受申汲取日本学者将“纯文学”视

为“活文学、力的文学”的说法，注重文学的情感特质，由此将“纯文学”与“杂文学”

区别开来E。童行白从“情”与“知”、“辞彩”与“说理”、“内容为诗歌，小说，戏剧”与

“内容为一切科学，哲学，历史”这三个方面区分“纯文学”与“杂文学”F。从童行白这

个区分仍可见西方现代“literature”知、情、意标准的影响，但他区分“纯文学”与“杂

文学”时，能够顾及中国文学“内容”的实际情况，这十分难得。可能由于这个缘故，童

行白的这个区分代表了 30 年代中期学界的普遍意见。取“狭义的文学”或“纯文学”界

说成为共识，汪祖华以确定无疑的语气说：“我们最好将它（广义的文学——引者注）推出

于文学范围的外面，不承认它为文学；狭义的文学，（或称纯文学）才算是真正的文学。”G

因为有很多人提倡“纯文学”，跟着就有人创作纯文学、编写纯文学史，纯文学教育

也随之受到官方和教育人士的重视，这些人互相影响，于是“纯文学”越来越常见，纯

文学写作和阅读成为一般的风尚。这种风尚，在新文学界尤甚。施蛰存在 1937 年注意到：

“我国新文学运动勃兴以来，至今虽然将有二十年的历史，但文学作品的成绩却一向都偏

A 曾毅：《订正中国文学史》，泰东书局 1932 年版，第 21 页。

B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 页。

C 刘大白：《中国文学史》“引论”，大江书铺 1933 年版，第 10 页。

D 柳村任：《中国文学史发凡》，文怡书局 1935 年版，第 8— 9 页。

E 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李根亮整理，崇文书局 2024 年版，第 297 页。

F 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大东书局 1933 年版，第 1 页。

G 汪祖华：《文学论》，南京拔提书局 1934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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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纯文学这方面。”A 此时的“新文学”所指不再像五四时期那样驳杂、含混，而是相对单

一、确定，那便是“纯文学”。相应地，“纯文学”成为文学教育的主体。1940 年朱自清发

现：“现在学生只知注重纯文学的创作，将论学论政的杂文学列在第二等，将应用文不列

等。”B“纯文学”观在中国文学史写作领域，也迅速占据主导地位。以胡适的《白话文学

史》为代表的纯文学史写作俨然成为时尚，甚至出现了直接以“纯文学”命名的史著，如

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等。无须讳言，在“纯文学”生成、

扩散过程中，“纯”的意涵成为现代“文学”无须申说的前提，不仅“纯文学”概念体系迅

速占有绝对的话语优势，“纯文学”被神圣化，成为新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追求的目标，而

且俨然成为界定文学概念的唯一“正道”。

吊诡的是，在新文学创作和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纯文学”概念却未能像它在理论

界那样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从“文学”概念在新文学创作中的表现这一维度来看，“纯

文学”往往只是新文学作家自我标榜的一种策略。在中国社会革命语境下，“纯文学”不仅

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也很难普遍性地落实到文学创作中。另一方面，以“纯文学”观写

作的中国文学批评文章和史著并不多，文学批评史著作仅有郭绍虞、朱东润等人出版的几

种。追溯其缘由，大抵是因为在“纯文学”观念形成确立过程中，几乎没有意识到“纯文

学”概念和“启蒙与救亡”这两个时代课题之间有何矛盾。因此，当时人们确立“纯文学”

概念时，普遍地同时非常自然地移植再造西方现代“literature”，没有或甚少考虑中国社会

和文化的实际需求，所生成并定型的“纯文学”概念不能承载中华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的

历史使命，以致“文学”概念在 20 世纪 40 年代再次发生转换，既反映时代洪流，也主动

参与塑造历史，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被极大地政治化和实用化，并因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

学和沦陷区文学的不同而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到 80 年代文学界重新热烈讨论“纯文学”

时，文学的审美自足性、价值独立性、学科自律性得到有力强调。当时重启“纯文学”讨

论，既是释放“纯文学”被长期悬置和延宕带来的巨大焦虑，也是试图延续“五四”现代

性的“审美现代性”C。进入 21 世纪，西方后现代文学思潮动摇乃至颠覆了“纯文学”大

厦，“文学”概念变得多元、变化不定而难以把握。随着文化研究热在国内兴起，“文学”概

念被泛化，“文学”概念的内涵越来越小、外延越来越大，呈现出向“杂文学”/“大文学”

回归的迹象。

虽然如此，还是应该肯定，经由后五四时期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再造，20 世纪

二三十年代“纯文学”概念迅速生成、扩散与定型，“新文学”分途发展，从而“文学”概

念演变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气象。不仅文学内涵纯粹化，文学独立自足的审美价值一度得

到普遍认同，“纯文学”概念以及据此建立的“文学四分法”影响至今，而且“新文学”在

政治性与审美性、文学性与应用性的纠葛中分途发展，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格局。

A 施蛰存：《杂文学》，《新中华》第 5 卷第 7 期，1937 年 4 月 10 日。

B   朱自清：《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国文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40 年 6 月 16 日。

C 张颐武：《“纯文学”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南方文坛》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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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趋同到再造：“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的演变路径及其反思 

四 回归传统，抑或重新定义——基于历史与现状的反思

从古代“泛文学”到近代“大文学”、从五四时期“新文学”到后五四时期的“纯文

学”，一方面，“文学”一词常常具有规则多义性（regular polysemy），并且它在共时平面

的规则多义性往往是其词义发生规律性历时演变的结果。这个“规律性历时演变”，指的

是“文学”概念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内涵增多而外延减少的趋势，即：“文学”概念的内涵

由近代以“彰”为基本特征，逐渐扩展为以美感、情感、想象、思想为限定词的现代“语

言艺术”；外延则倾向于减少，乃至前一时期的文学范围往往大于并包含后一时期——先

是“文学”从指代“一切文字作品”缩小为“文章”，接着由包罗广泛的“文章”缩小为诗

歌、辞赋、小说、戏曲，差不多同时，以白话文为标识的新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旧

文学受到排斥），以至到 20 世纪 30 年代，唯有诗歌、小说、戏剧和一部分散文被视为文学

体裁。这一过程显示出近现代中国的“文学”概念在外来文学观念刺激影响下发生深刻变

化，只有“深度分析”才能获得其词义演变的机制。这足以说明：不存在某种超越时空的

“文学”概念，不能出示亘古如一的文学定义；人们对文学及其概念的认知从未摆脱具体的

历史文化条件，因此不能以某时期的文学界义去衡量、评定之前或之后的文学。毫无疑问，

定义文学的难度加大了，区分文学与非文学成为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危险工作。乔纳森·卡

勒曾断言：“文学也许就像杂草一样（不可定义——引者按）。”A 尽管这股反本质主义的“文

学不可定义”之风在西方和中国都有追随者，但是诚如论者所指出：“文学的本质有其历史

实践所‘建构’的基本规定。虽然它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变化的，但并非主观随

意为之；文学本质（性质）的这种历史变化，并不妨碍它的可认定性、可把握性、可定义

性。”B 另一方面，“文学”具有的规则多义现象不仅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汉语的不同词语之

间，也存在于汉、英、日等多种语言的对译词语之间，这与不同时代中外学者对文学本质

的认识逐渐深刻有关。从这个过程中，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文学自律及文学学科独立的

线索。就中国而言，在这条线索背后的，是整个传统知识体系分化过程中现代性的推动和

制约。换言之，“文学”在近现代中国不断被重新定义，与中国社会变迁及世界文化氛围的

改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学”概念演变的背后，隐藏着建构民族 / 国家形象的诉求，

承载了民族救亡、人民解放、文化复兴的内在企望。面对西方文学的压力，中国人利用外

来的“文学”概念建构现代文学知识体系，从而呈现出“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努力。

由此，形成“文学”概念认知接受的动力机制，推动词义变异。“文学”成为一个充满动态

变化的概念。这种动态变化过程，先是在 20 世纪形成词义内涵增多、外延缩小的狭义化倾

A 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 页。

B 杜书瀛：《文学可以定义吗，如何定义？——兼论南帆、陶东风文学理论教材的功过是非》，《文艺争

鸣》201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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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到了 21 世纪初期，那种具有唯一性、独特性的“纯文学”变得不能再代表文学本身，

于是广义的“文学”俨然成为中心和主流，乃至有人提出“新时代要有‘大文学观’”A。从

这个角度看旧有的“文学”概念，就会发现，它既是在移植中终结，也是在再造中重生。

反思近现代中国“文学”概念生成、演变的历程与路径，不难发现，尽管国人曾成

功颠覆旧的文学思想体系，以新的观念、方法和视角，生成并确立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

的“文学”概念，但是以当下的眼光来看，历史上有过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其实各

有缺陷。“泛文学”和“大文学”对文学的定义过于宽泛，混淆了文学与史学、国学等学

科的界限。五四时期的“新文学”的缺陷在于驳杂、含混，不但新旧文学分裂、对立，而

且界定文学的标准尚未统一，令人莫衷一是，以致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学科未能在文

学革命时期建立。而“纯文学”“过于笃守西方的文论，抹煞了中国传统的优美的抒情写

景富于形象的骈散文……又把历史上丰富的中国文学现象狭隘化了，不免走上了另一个极

端”B。此外，还须注意到，在借鉴日本和西方文学观念来界定文学时，“一般也只是集中

于情绪、美感两方面的特征，关于文学形式的思考则付之阙如”，“他们对于‘何种情绪’、

‘何种美感’，也没有具体的分析和解释”，所以“时至 30 年代，中国文论界关于‘文学之

美’的认识仍然失之于肤浅，甚至不如传统文论中一些虽不具理论自觉性的经验之谈。”C

基于以上历史与现状的分析，笔者认为，在文学观念跨国传播、“文学”概念演变过程

中，既需要中西之间的碰撞和交流，防止回到传统“文学”自我封闭的老路，又不能简单

照搬西方，更不能跟在西方“先进理论”后面亦步亦趋，否则只会带来南橘北枳的恶果。

就此而言，“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生成、演变的思路和方法未免有失误之处，不但以西方的

“文学”简单粗疏地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文章”，中国古代大量复杂的文章文体因被简单化

归为“散文”而失去特色，而且新文学长期以“纯文学”自居，自我封闭。在对西方现代

“literature”的再造过程中，“文学”概念本土化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文学”无论与“大

文学”观念下的旧文学，还是与深受西方影响的“新文学”，都没有建立起非常密切的深

刻联系。总体上看，“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的演变虽然可见一条本土化的路径，但是在某

些历史阶段被简单地等同于民族化，甚至等同于民间化和通俗化。如今，是时候结束简单

趋同、移植西方学术概念或沉迷于传统“文学”的偏执。我们应该针对中国文学的历史与

现状，改弦更张，重新定义文学。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必须从“文学”概念的战略性、方

向性调整出发，顺应全球化、强调中国化，实现和保持“文学”概念的中国身份、本土自

觉，这是一条出路，也是在新时代建构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必要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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